
摘 要：以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

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提高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强

度，在经过一系列有效性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从影响渠道来看，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企业的产

品创新和就业波动来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地理区位以及企业

的规模而异，其主要降低了私营企业、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企业、中小型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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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改革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劳动力转移

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1~2]，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1%[3]。出口增长是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另一关键因素，基于出口导向型战略，中国以强大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

工，使出口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与出口经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由于

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处于较为僵化的二元状态，农村地

区存在着大量的廉价剩余劳动力，城乡和地区间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影响了要素配置效率和要素市场价格[4~5]，

而要素市场扭曲所产生的低成本优势转化出口优势会激励企业成为出口商[6~7]。Oh（2009）认为，过去中国经

济在低工资劳动力充裕的背景下保持着出口拉动的高增长，主要依靠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二元劳动力

市场提供的廉价劳动力[8]。类似地，Chan（2010）认为户籍制度有利于维持中国超低的劳动力成本，从而使得

一些城市的出口部门能够长期吸引大量的廉价劳动力[9]。在此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出口问题逐渐

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一类文献是关于劳动力市场对贸易的影响研究。国家层面上，Tang（2012）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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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保护性更强的国家在企业特定技能密集型部门的出口相对较多，在集约和广泛边际上均是如此[10]。

行业层面上，Cunat和Melitz（2012）认为劳动力市场更灵活的国家其出口集中在波动性较高的行业[11]。Sly
（2013）研究发现工人流动比例相对较高的行业出口占总产量的比例较高，而工作流动率较高的行业出口较

少[12]。企业层面上，Gwatidzo和Moyo（2014）通过研究非洲企业样本发现，限制性劳动力市场法规不利于企业

的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13]。Bastos和Silva（2012）结合历史确定的移民存量与葡萄牙企业数据研究发现，某

一特定目的地大量移民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倾向与出口强度[14]。Seker（2012）利用东欧和中亚地区26个国家

的企业层面数据研究发现，由于严格的劳动法规而无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企业出口可能性较小[15]。Hatzi⁃
georgiou和Lodefalk（2016）利用瑞典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外国移民对企业出口有积极的影响，但其需要满足

具备特定的技能与新近雇佣的条件[16]。张明昂等（2022）利用2007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研

究发现劳动力市场的雇佣约束会显著降低企业出口[17]。

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是关于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研究。在收入水平方面，Xu（2014）研究发现户

籍制度改革使中国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4.7%左右[18]；Pi和Zhang（2016）的研究认为，如果城市技能型部门比

城市非技能型部门的资本密集程度更高，则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加大将缩小工资差距[19]。在就业方面，Song和
Li（2014）认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释放了改革区域内城乡劳动者的就业分割，但强化了当地居民与外来者之

间的分割[20]；Wang等（2021）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发现，户籍制度改革导致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提高

会增加企业的就业调整率[21]。在创新方面，Wachsen和Blind（2016）认为劳动力市场高灵活性并不利于企业

产品创新[22]；Chen等（2020）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中低技能工人的充足供给增加了使用现有低技能技术的

收益，从而降低了企业创新意愿[23]；Gray等（2020）使用英国企业数据库研究发现，2004年欧盟向东欧国家扩

张所产生低技能劳动力供应冲击增加了企业的工艺创新，却减少了产品创新[24]。在生产率方面，Ottaviano等
（2018）研究发现移民提高了服务-生产企业的整体生产率[25]。上述文献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在直接

影响就业的同时，也会对企业就业调整、创新以及生产率等方面产生影响。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对劳动力市场与贸易之间的问题研究主要从劳动力流动性角度出发，表明劳动力

市场流动性变化对国家、行业以及企业的贸易都会产生一定影响。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如

下：第一，已有研究劳动力市场对企业影响的文献多关注于国外移民导致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影响，本文深入

考察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变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劳动力市场对企业行为影响的微观层面

证据，研究视角具有一定创新性；第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以中国政府在2001年开始新一轮户

籍制度改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变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研究方法具有一定创新性；第三，在实证分析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提高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果效应的同

时，本文对创新效应和就业调整效应的两大机制进行讨论，并且对企业所有制、规模和所处地区进行异质性

分析，研究结论具有一定创新性。

二、政策背景

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根据户籍制度划分的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劳动力市场也

被划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部门，户籍制度下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由此形成了一个较

为僵化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城市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歧视和公共服务政策歧视降低了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26]，进而导致大量劳动力分配不当[27]。

自2001年起，中国政府在部分城市开启了新一轮的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间的

界限，使公民获得统一的身份以及居住和迁移自由的权利，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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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朱江丽和李子联（2016）的研究，户籍改革引致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下降[28]。Wang等（2021）的研究显

示，2001年之后改革城市的非农业人口比例明显高于非改革城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21]。图1展示

了改革城市和非改革城市之间非农业人口的估计差异，在2001年第一个城市实行户籍制度改革政策之前，

这一差异并不显著，而此后改革城市的非农业人口明显多于非改革城市，因此该轮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实

施可以视为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一次积极的劳动力供应冲击，其驱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地区，提高了劳

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在不同城市以及不同时间实施，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准自然实

验基础。

图1 改革城市与非改革城市之间的非农业人口差异

三、数据说明和计量模型的建立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结合了微观企业数据和地级市层面的宏观数据，以更好地控制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影响企业出口

行为的因素。其中，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选取1998－2007年的企业作为

主要研究对象①，对数据库的处理参考Yu（2015）[29]和Wang等（2021）[21]的研究②。同时，搜集了2001－2005年
共65个实施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城市，为企业留出至少两年的反应时间，并根据四位数行业代码将改革城市

与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

本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测量参考了Gan等（2016）[30]以及Malikov等（2020）[31]的研究，将企业出口行为划

分为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首先，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出口交货值判断企业在该年是否出口，出口交

货值大于 0则表示企业在该年选择出口；其次，根据出口交货值判断企业是否为出口企业，参考 Shi和Xu
（2018）[32]以及Feng等（2016）[33]的研究，若企业在整个样本期至少有一年的出口交货值大于0，则该企业为出

口企业。在出口企业样本中，本文主要关注出口强度的变化，出口强度是指企业出口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

出口强度越高说明企业通过出口途径获利依赖性越高。

由于实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城市并非随机选择，若选择改革城市的决定因素与企业出口行为变化具有一

定的相关性，则会产生内生性问题。解决政策内生性问题的关键是对影响政策选择城市层面特征的识别，

孙一平：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企业出口行为：来自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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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通常是根据一些城市特征选择改革城市，因此本文进一步加入一些时变的城市特征作为控制变

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参考Wang等（2021）[21]的研究，本文选择城市特征变量如下：地区人均GDP、人均财政

支出、农业人口份额、非国有企业就业份额以及工业就业份额。

（二）计量模型

企业出口倾向是一个二元变量，参考Gan等（2016）[30]的研究，本文采用线性概率模型估计户籍制度改革

对企业出口倾向的影响，具体的计量模型构建如下：

DEXPict = β1 + β2 policyct + β3 Xict + β4 Zct + θi + θt + εict （1）
IEXPict = γ1 + γ2 policyct + γ3 Xict + γ4 Zct + θi + θt + εict （2）

其中 i表示企业，c表示企业所在城市，t表示年份。计量模型（1）中的 DEXPict 是虚拟变量，表示企业 i在
c城市 t年的出口倾向，其判断方式为企业的出口交货值是否大于0；计量模型（2）中的 IEXPict 表示出口企业 i
在c城市 t年的出口强度，其测量方式为出口企业的出口交货值与总销售额的比值。 policyct 是虚拟变量，如

果城市c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在 t年生效，则取值为1，否则为0。 θi 和 θt 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

效应。 Xict 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总资产、成本加成率、年龄；Zct 为前文所述的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εict

表示误差项。 β2 和 γ2 为本文主要关注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效应，即户籍制度改革后位于改革城市企业的

出口行为相对于非改革城市企业的平均变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③

出口倾向

出口强度

总资产

成本加成率

年龄

地区人均GDP
农业人口份额

非国有企业就业份额

工业就业份额（%）

人均财政支出

赫芬达尔指数

观测值

1，173，243
520，275

1，173，243
1，173，231
1，172，418
1，144，078
1，131，248
1，145，692
1，145，416
1，117，870
1，173，243

平均值

0.310
0.429
9.846
1.042
2.131
9.885
0.564
0.107

46.201
7.500
0.037

标准差

0.462
0.426
1.436
0.885
0.852
0.762
0.261
0.175

10.942
0.986
0.069

最小值

0.000
0.000
1.099
0.000
0.000
7.544

-1.774
0.000
7.400
5.102
0.001

最大值

1.000
1.000

18.856
627.000

7.604
11.932
0.926
1.305

84.600
10.442
1.000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以完整的企业样本估计计量模型（1），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第（1）列中为仅包括企业固定效

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在第（2）列中本文加入了企业层面控制变量，而根据Brandt等（2014）[34]的研

究，有一部分企业在样本期间经历了所有制和四位数行业代码的变化，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所有制固

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第（3）列为进一步加入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将城市层面的赫芬达尔指

数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以控制同一城市内企业间竞争的影响[21]。根据表2结果，政策变量系数均显著为

负，说明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实施降低了企业出口倾向。其次，本文以出口企业样本估计计量模型（2），表3中
的结果显示，政策变量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实施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出口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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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出口倾向的基准回归结果

policy

总资产

成本加成率

年龄

赫芬达尔指数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所有制固定效应

城市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1）
出口倾向

-0.031***

（0.009）

是

是

否

否

否

1，173，241
0.734

（2）
出口倾向

-0.033***

（0.008）
0.040***

（0.002）
0.000

（0.000）
0.007***

（0.002）

是

是

是

是

否

1，172，279
0.736

（3）
出口倾向

-0.031***

（0.009）
0.038***

（0.002）
0.000

（0.000）
0.007***

（0.003）
-0.023

（0.034）
是

是

是

是

是

1，101，134
0.739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分别表示估计系数通过10%、5%以及1%显著性水平检验。下表同。

表3 出口强度的基准回归结果

policy

总资产

成本加成率

年龄

赫芬达尔指数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所有制固定效应

城市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1）
出口强度

-0.032***

（0.008）

是

是

否

否

否

520，274
0.721

（2）
出口强度

-0.032***

（0.007）
0.025***

（0.003）
0.000

（0.001）
0.006***

（0.002）

是

是

是

是

否

520，068
0.722

（3）
出口强度

-0.029***

（0.007）
0.024***

（0.003）
0.000

（0.001）
0.006***

（0.002）
0.041

（0.044）
是

是

是

是

是

495，256
0.728

（二）有效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基于双重差分法研究的关键是在政策发生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需要具有相同趋势的变化。为了检验

户籍制度改革政策之前的平行趋势，参考Beck等（2010）[35]，本文选取了政策发生前四年和后四年作为观察

孙一平：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企业出口行为：来自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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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并以政策发生前一年作为基准年份，构造了以下时间趋势估计模型：

DEXPict = α1 +∑
m = 2

4

β -
m Dc,t - m +∑

n = 0

4

β+
n Dc,t + n + η1 Xict + ρ1Zct + θi + θt + εict （3）

IEXPict = α2 +∑
m = 2

4

β -
m Dc,t - m +∑

n = 0

4

β+
n Dc,t + n + η2 Xict + ρ2Zct + θi + θt + εict （4）

其中 Dc,t - m 和 Dc,t + n 为虚拟变量，分别表示在城市 c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实施年份前的第m年和实施年份

后的第n年，具体地，Dc,t + 3 表示户籍制度政策实施后的第三年，Dc,t + 4 表示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实施后的第四

年以及第四年之后的年份。系数 β -
m 衡量了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实施之前位于改革城市和非改革城市的企业

出口行为差异，系数 β+
n 衡量了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滞后效应，平行趋势估计结果如图2和

图3所示。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前的年份估计系数均不显著，满足共同趋势假设，且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对企业

出口行为的影响在政策实施后几年均显著为负，与前文预期结果相同。

注：图中为各年份的估计系数和95%水平的置信区间，图3同。

图2 出口倾向的平行趋势检验

图3 出口强度的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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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慰剂检验

本文进一步通过安慰剂检验来验证估计结果的无偏性。具体做法：在1998－2007年之间生成一个与每

个改革城市实际政策实施年份不同的随机改革年份，并且根据该随机改革年份构造安慰剂政策变量，将计

量模型（1）和（2）中的政策变量替换为安慰剂政策变量并分别进行500次回归估计。模拟系数分布如图4和
图5所示，其分布均以0为中心，而本文估计有效系数在500次模拟政策估计结果中均位于主要分布区间之

外，表明本文主要估计结果满足统计意义上的无偏性。

图4 出口倾向的安慰剂检验

图5 出口强度的安慰剂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和表5。第一，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政策

并非涉及所有城市，位于改革城市的企业与非改革城市的企业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本文排除了

非改革城市的企业。第（1）列的结果显示，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第二，进一步使用了倾向得分

孙一平：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企业出口行为：来自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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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PSM）方法解决可能的样本选择问题，中国政府可能根据城市特征选择改革的实施地点，因此根据前文

所述的城市特征将改革城市与非改革城市逐年匹配，以此建立处理组和控制组。第（2）列显示使用PSM频

数加权样本的估计结果，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负。第三，考虑到同一行业内企业之间可能存在相

关性，对标准误进行了城市和行业层面的双重聚类，第（3）列结果显示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第四，由于本文使用非平衡面板数据，部分企业进入或退出样本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因此进一步使用

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根据第（4）列的结果，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第五，考虑到样本期间发

生的其他改革政策也可能会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影响，如 2004年实施的最低工资改革政策，根据Gan等

（2016）[30]的研究，最低工资提高会降低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额。为了排除最低工资政策影响，加入了最低

工资④作为控制变量，根据第（5）列的结果，户籍制度改革仍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了消极影响。第六，考虑到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都会影响到企业的

出口行为，进一步加入进口中间产品的投入关税、最终产品的产出关税⑤作为控制变量，并且参考Pierce和
Schott（2016）的研究[36]，使用1999年的NTR gap⑥与表示2001年之后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来捕捉贸易政策不确

定性降低的影响。第（6）列结果显示，在控制了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影响后，户籍制度改革

仍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

表4 出口倾向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policy

总资产

成本加成率

年龄

赫芬达尔指数

最低工资

产出关税

投入关税

ntrgap×post01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控制变量

城市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1）
排除非改革城市

-0.018***

（0.006）
0.039***

（0.003）
0.000

（0.001）
0.011***

（0.001）
0.006

（0.029）

是

是

是

是

746，923
0.762

（2）
PSM-DID
-0.027***

（0.009）
0.038***

（0.004）
-0.002

（0.002）
0.005**

（0.002）
-0.049

（0.048）

是

是

是

是

320，825
0.814

（3）
城市和行业聚类

-0.031***

（0.009）
0.038***

（0.003）
0.000

（0.000）
0.007***

（0.003）
-0.023

（0.033）

是

是

是

是

1，101，134
0.739

（4）
平衡面板

-0.048***

（0.014）
0.051***

（0.004）
-0.004

（0.002）
0.004

（0.003）
-0.097

（0.060）

是

是

是

是

177，442
0.748

（5）
加入最低工资

-0.030***

（0.009）
0.038***

（0.002）
0.000

（0.000）
0.007***

（0.003）
-0.021

（0.035）
-0.024*

（0.014）

是

是

是

是

1，094，195
0.739

（6）
其他政策冲击

-0.031***

（0.009）
0.037***

（0.002）
0.000

（0.000）
0.006**

（0.003）
-0.019

（0.035）
-0.025*

（0.014）
-0.001***

（0.000）
0.004***

（0.001）
-0.000

（0.010）
是

是

是

是

1，039，707
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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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出口强度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policy

总资产

成本加成率

年龄

赫芬达尔指数

最低工资

产出关税

投入关税

ntrgap×post01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控制变量

城市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1）
排除非改革城市

-0.029***

（0.007）
0.024***

（0.003）
0.002

（0.002）
0.007***

（0.002）
0.125**

（0.057）

是

是

是

是

356，722
0.712

（2）
PSM-DID
-0.033***

（0.009）
0.025***

（0.004）
-0.004

（0.003）
0.004

（0.004）
-0.001

（0.049）

是

是

是

是

163，095
0.810

（3）
城市和行业聚类

-0.029***

（0.007）
0.024***

（0.003）
0.000

（0.001）
0.006***

（0.002）
0.041

（0.040）

是

是

是

是

495，256
0.728

（4）
平衡面板

-0.030***

（0.009）
0.020***

（0.004）
-0.005**

（0.002）
-0.002

（0.002）
0.068

（0.064）

是

是

是

是

109，996
0.786

（5）
加入最低工资

-0.029***

（0.007）
0.023***

（0.003）
0.000

（0.001）
0.006***

（0.002）
0.044

（0.045）
-0.002

（0.012）

是

是

是

是

493，856
0.728

（6）
其他政策冲击

-0.029***

（0.007）
0.023***

（0.003）
0.001

（0.001）
0.006***

（0.002）
0.038

（0.045）
-0.003

（0.012）
-0.001***

（0.000）
0.006***

（0.001）
0.012

（0.010）
是

是

是

是

467，646
0.729

第七，考虑到出口企业划分存在不同的标准，可能会导致使用出口企业样本估计结果的差异，本文参考

Muuls（2015）[37]和Gan等（2016）[30]的做法，若企业在当年出口交货值大于 0，则将该企业在当年设为出口企

业。采用该划分标准的出口强度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仍显著

为负。最后，考虑到中国海关进出口交易数据库中提供了更详细的关于中国企业贸易交易的信息，进一步

使用了2000－2007年的海关数据库，根据Feenstra等（2014）[38]的做法将该海关数据库匹配至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并使用海关数据库中的企业出口额计算出口强度。根据表6的结果，在第（2）列中对出口企业的划

分采用了基准回归中的标准，第（3）列则采用了新的划分标准，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表6 采用不同测量方式的回归结果

policy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1）
新标准

-0.015**

（0.007）
是

是

是

312，884
0.822

（2）
海关库

-0.030**

（0.013）
是

是

是

254，847
0.461

（3）
海关库（新标准）

-0.035**

（0.017）
是

是

是

180，858
0.437

注：所有的回归包括企业、时间、行业、所有制固定效应，以及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分别为总资产、成

本加成率、年龄，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投入关税、产出关税以及ntrgap与post01的交互项，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城市的特征、赫芬达尔

指数和最低工资，下同。

孙一平：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企业出口行为：来自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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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分析

1. 创新效应

企业的创新行为包含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创新以降低生产成

本，而产品创新意味着企业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偏好，促使企业进入国际市场。Wu等（2020）
研究发现企业的创新活动促进了其出口倾向[39]，并且 Cassiman等（2010）研究发现企业的产品创新行为会导

致小型非出口企业进入出口市场[40]。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实施吸引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移动，这一过

程使得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低技能工人大量增加，这可能会对企业的产品创新行为产生消极影响[41~42]，进而影

响企业出口行为。基于此，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以探究企业产品创新行为的机制作用：

Innovationict = α0 + α1 policyct + α3 Xict + α4 Zct + θi + θt + εict （5）
其中，对企业产品创新行为的测量参考了Gashi等（2014）[43]的研究，Innovationict 为虚拟变量，表示企业

是否进行产品创新，若企业 i在 t年的新产品产值大于0，则 Innovationict 等于1。根据表7第（1）列的结果，低

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冲击减少了企业的产品创新，这与Wachsen和Blind（2016）[22]以及Gray等（2020）[24]的结论

相似。该结果表明，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实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得以提升，实施政策的城市受到劳动

力供给冲击，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位于改革城市的企业产品创新行为。而根据Rodil等（2016）的研究[44]，产品

创新行为通常是促进企业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实施通过抑制企业的

产品创新行为对其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产生了消极影响。

2. 就业调整效应

企业在出口市场上通常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保持企业内部一定的稳定性会更有利于企业的出

口。Dosi等（2017）研究认为，在更灵活和更具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上，企业间更快地重新分配劳动力的同

时，也可能使整个经济体系变得不稳定[45]。Baldwin和Brown（2004）研究认为在就业波动越小的地区企业具

有更高的出口强度[46]。并且Kurz和Senses（2016）研究发现出口企业的就业波动性低于非贸易商，其贸易频

率与就业波动性呈负相关关系[47]。因此，本文进一步探究户籍制度改革是否通过就业调整影响企业出口行

为，参考Autor等（2007）的研究[48]，企业层面就业调整率的测算公式为：

EAit =
||Eit| - |Eit - 1

( )Eit| + |Eit - 1 /2
（6）

其中 Eit 为企业 i在 t年的员工人数，Eit - 1 为企业在 t-1年的员工人数，根据Wang等（2021）[21]的做法，将新

成立的企业⑦在样本第一年的就业调整率设为2，其余企业在样本第一年的就业调整率设为0，该变量同时反

映了企业雇佣和解雇员工的就业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就业波动程度[49]。本文使用该就业调整

变量对政策变量进行回归以探究其机制作用。根据表7第（2）列的结果，政策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户

籍制度改革降低了劳动力流动障碍，位于改革城市的企业相应地会进行更多的就业调整[21]。而通常情况下，

就业调整率越高意味着较高的就业波动，其对于企业的出口行为通常具有消极的影响[46~47]。因此，上述结果

表明，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促进了改革城市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提高，并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就业调整率，

而企业内部就业波动程度的提高不利于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通过上述结论，政府在进行户籍制度

改革时应考虑到户籍制度改革对本地区企业带来的内部不稳定性从而影响企业的出口。同时，企业也应该

考虑到户籍制度改革对自身的影响，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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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创新效应与就业调整的机制检验

policy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1）
创新

-0.043***

（0.013）
是

是

是

892，637
0.506

（2）
就业调整

0.036***

（0.011）
是

是

是

992，941
0.142

（二）异质性检验

1. 企业所有制

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因所有制而异，根据表8中回归结果：户籍制度改革政

策对私营企业出口行为影响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私营企业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接收者[21]，其对于劳动力

市场变动会有较大的反应；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对国有企业出口行为没有明显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农村移民

劳动力进入国有企业工作有较大的障碍，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较小；户籍制度改革对外资

企业的出口行为具有消极影响，而由于外资企业通常以出口业务为主[39]，因此其出口倾向对于劳动力市场改

革的反应并不如私营企业明显。

表8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分析结果

policy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1）
出口倾向

国有企业

-0.007
（0.009）

是

是

是

93，997
0.750

（2）

外资企业

-0.015*

（0.008）
是

是

是

231，296
0.699

（3）

私营企业

-0.044***

（0.012）
是

是

是

697，043
0.686

（4）
出口强度

国有企业

-0.004
（0.008）

是

是

是

26，451
0.759

（5）

外资企业

-0.020**

（0.008）
是

是

是

186，179
0.712

（6）

私营企业

-0.038***

（0.008）
是

是

是

246，594
0.697

注：排除了样本期间所有制发生改变的企业。对企业所有制的划分为：（1）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登记注册类型为110、141、143和151的企

业为国有企业；（2）登记注册类型为130、150和160的三类企业，其中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高于50%的企业为国有企业；（3）将外商和港

澳台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不低于25%的企业定义为外资企业，其余企业定义为私营企业。

2. 企业所处地区

考虑到在样本期间实施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城市广泛覆盖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位于不同地区的

企业对于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反应可能会不同，因此本文根据企业所处地区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表9结果

显示，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出口倾向影响显著为负，对西部地区企业出口倾向的影响

显著为正，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较东部和中部地区稍欠发达，并在户籍制度改革前后中国发生了大

规模由西向东的移民，因此位于西部地区的企业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困扰，此次劳动力供应冲击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其出口倾向。而对于出口强度而言，户籍制度改革政策主要影响了东部地区企业。

孙一平：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企业出口行为：来自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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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

policy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1）
出口倾向

东部地区

-0.024***

（0.007）
是

是

是

754，346
0.757

（2）

中部地区

-0.078***

（0.029）
是

是

是

203，331
0.558

（3）

西部地区

0.024***

（0.004）
是

是

是

82，024
0.726

（4）
出口强度

东部地区

-0.030***

（0.007）
是

是

是

383，955
0.708

（5）

中部地区

-0.036*

（0.021）
是

是

是

66，302
0.709

（6）

西部地区

0.014*

（0.007）
是

是

是

17，380
0.726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

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9个省份。

3. 企业规模

考虑到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参考了Hau等（2020）[50]的研究，

根据企业员工人数划分企业规模，对企业的规模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回归结果表明，户籍制度改

革政策主要影响了中小型企业出口行为，对大型企业几乎没有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中小型企业的出口行为

变化更容易受到改革的影响[43]。

表10 企业规模异质性分析结果

policy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1）
出口倾向

大型企业

0.0004
（0.008）

是

是

是

46，802
0.755

（2）

中型企业

-0.028***

（0.009）
是

是

是

285，058
0.762

（3）

小型企业

-0.035***

（0.009）
是

是

是

680，137
0.717

（4）
出口强度

大型企业

-0.006
（0.006）

是

是

是

36，828
0.886

（5）

中型企业

-0.025***

（0.007）
是

是

是

169，757
0.777

（6）

小型企业

-0.037***

（0.008）
是

是

是

246，860
0.695

注：员工人数大于1000人的为大型企业，员工人数位于200~1000人的为中型企业，员工人数小于200人的为小型企业。

（三）扩展分析

前文机制分析表明户籍制度改革会对企业产品创新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本文分别计算了企业出

口HS6和HS8层面的产品种类以进一步探究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影响。表11
第（1）列和第（2）列结果显示，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实施减少了企业在HS6和HS8层面出口产品种类。此

外，本文还探究了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对企业国内销售额的影响。根据Wang等（2021）[21]的研究，随着劳动力

市场灵活性的提高，企业会更积极地进行就业调整，进而实现更高的产出水平。而当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了

企业对出口的依赖程度时，企业的产出可能会更多地流向国内市场。参考Vannoorenberghe（2012）的研究[51]，

本文将企业国内销售额测算为总销售额与出口额之差，表11第（3）列的结果显示，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实施

增加了企业国内销售额。对此可能的一种解释是，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实施会提高中国人均实际收入[18]，同

时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也会相应地上升[52]，收入增长的一部分会转化为更高的国内消费[53]，从而国内市场有

所扩大，企业的国内销售额也会相应地增加。让农村户籍人口在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蛋糕中占有一定的份

额，提高其消费能力，将有助于中国通过增加家庭消费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国内消费主导型经济[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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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拓展分析结果

Policy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1）
HS6产品种类

-0.330**

（0.164）
是

是

是

184，027
0.750

（2）
HS8产品种类

-0.368**

（0.173）
是

是

是

184，027
0.749

（3）
国内销售额

0.124***

（0.040）
是

是

是

1，076，282
0.760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劳动力市场与出口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提高会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消极影

响。本文以户籍制度改革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础，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通过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探究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会促进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提高，进而会降低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企业的出口强度，在通过多种稳健性分析后结果依然显著。机制

分析表明，一方面低技能工人流动降低了企业的产品创新，进而降低了企业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另一方

面，由于企业进行了更多的就业调整，由此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了消极影响。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

明，户籍制度改革政策主要影响私营企业、中小型企业的出口行为，并主要降低了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的出

口倾向和出口强度，而对西部地区的企业出口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拓展分析结果显示，户籍制度改革政

策实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产品种类；随着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提高，企业更多的产出

会流向国内市场，从而降低对出口市场的依赖程度。

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是：首先，户籍制度改革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消极影响意味着，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

背景下，适当放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限制，适当为农村劳动力进城工作提供便利并制定引进政策，可以一定

程度上降低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其次，根据地区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户籍制度改革对西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行

为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考虑到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西部地区劳动力短缺现状，政府可以适当采取一系

列措施促进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以促进其经济增

长；最后，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背景下，适当提升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引导企业将更多的产出流向国内

市场，可以促进中国实现可持续性更强的国内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

注 释：

① 由于2007年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存在较多质量问题，许多关键指标都有大量缺失，会对本文研究结果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本文参考Wang等（2021）[21]，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②（1）剔除了固定资产总额大于资产总额、固定资产净值大于总资产和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的观测值；（2）将1998－2002年
的四位数行业代码统一到了2002年的标准；（3）考虑到小规模企业可能存在误报的情况，本文剔除了员工人数小于8人的

企业；（4）剔除了在样本期间改变了城市位置的企业，且只保留在改革前和改革后至少有两年观测值的企业。

③ 其中总资产、年龄、地区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均作对数化处理。

④ 使用省级GDP平减指数将最低工资平减到1998年的水平，并作对数化处理。

⑤ 投入关税和产出关税均为四位数行业代码水平的税率。

⑥ NTR gap即非最惠国关税与最惠国关税之差，本文根据Pierce和Schott（2016）的做法将其平均到行业层面。

⑦ 根据企业开业年份判断企业是否为新成立企业，若企业在样本第一年时，成立时间不到2年则被认为是新成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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